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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演变及驱动力

孔令桥１，２，张　 路１，郑　 华１，徐卫华１，肖　 燚１，欧阳志云１，∗

１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　 １０００８５

２ 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１０００４９

摘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复杂，多种社会经济、政策和自然因素对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使得生态环境发生变化。 分析了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和演变特征，及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 １５ 年间，共有约 ６．４ 万 ｋｍ２的生

态系统类型发生变化，城镇增长 ６７．５％，农田缩减 ７．５％，森林增加 ２．１％，剧烈的生态系统变化集中于下游，以及中上游的大城

市，城镇聚集区以及退耕还林区。 生态系统景观破碎化程度和景观多样性提高。 上、中、下游生态系统格局、构成差异较大，１５
年间，上游和下游森林显著增加，下游城镇显著扩张、农田和湿地显著缩减，上游湿地增加最为显著。 城镇化是生态系统格局演

变的首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达 ４８．０％，长江下游城镇化的贡献率高达 ６４．５％。 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是第二驱动

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为 ３２．８％，在上游高达 ４７．８％。 水资源开发和农业开发贡献率分别为 ８．５％和 ９．９％，此外，气候变

化促使高原湖泊面积增大。 为保护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需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合理规划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

用，保护优质耕地，禁止重要湿地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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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是我国第一大河，是南水北调东、中、西三条线路等我国水资源配置的战略水源地，是连接东中西部

的“黄金水道” ［１］，作为中国最长的河流，长江有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也是全球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之

一，是世界自然基金会在全球重点保护的 ３５ 个优先生态区之一［２⁃３］。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

模最大、城市体系最完整的巨型流域经济带，其人口和地区生产总值超过全国的 ４０％，也是我国以“两屏三

带”为主体的生态安全战略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４］。
长江流域自然环境复杂，上中下游自然分异明显，各区域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差异显著，国民经济发展不

平衡［５⁃６］，生态系统的分布和变化在空间上地区差异性显著。 对资源与能源的过度利用和无序开发，使得长

江流域部分区域生态系统退化严重［４，７］。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加快，长江流域多数省市的土地开发强度均远

超全国平均水平，另一方面，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促进了长江流

域的植被恢复［８］。 影响长江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政策因素和自然因素多且复杂。
因此，揭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演变特征及驱动力，是研究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及变化、生态

环境问题及变化和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 国际上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利用遥感手段获取土地利用空

间分布变化［９⁃１０］，以及与社会经济的关系［１１⁃１３］，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影响［１４⁃１６］，土地利用变化

的情景模拟［１７⁃１８］，及其对生态系统可能产生的影响［１９］等。 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在中小尺度探讨某区域或城市

的生态系统格局变化或单一生态系统的演变，如长江源区［２０⁃２２］、太湖流域［２３⁃２４］、长江上游地区［２５⁃２７］、三峡库区

水源涵养重要区［２８⁃２９］、巢湖流域［３０⁃３１］、长三角地区［１２，３２⁃３５］等。
本文通过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空间分布和构成及变化特征（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揭示长江流域生态系

统格局和演变特征，分析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探讨长江流域生态保护对策。

１　 研究区概况

研究范围包括整个长江流域，总面积约为 １７８ 万 ｋｍ２，如图 １ 所示。 研究区的生态系统类型主要有森林、
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及城镇（图 ２）。 研究区内包含上游 ６ 个子流域，中游 ４ 个子流域和下游 ２ 个子流域。
整个研究范围涉及我国 １７ 个省，８ 个城市群。 长江流域地势西高东低，贯穿中国地势的三大阶梯，地貌类型

多样，可分为高原、山地、丘陵和平原四大类［３６］，自然环境非常复杂，生物多样性十分丰富。

２　 数据来源及研究方法

生态系统分类数据来自由中国科学院和环保部支持的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遥感调查

与评估项目［３７］，以及全国生态环境五年变化（２０１０—２０１５ 年）遥感调查与评估项目。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全国

尺度土地覆被数据集以 ３０ ｍ 分辨率的国产环境灾害卫星（ＨＪ⁃１Ａ ／ Ｂ）和美国陆地卫星（Ｌａｎｄｓａｔ ＯＬＩ）数据为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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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域

Ｆｉｇ．１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息源，在大量地面调查样点构建的分类样本库支持下，采用面向对象的多尺度分割、建立决策树进行分类的方

法得到。 生态系统分为八大类：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荒漠和其他（冰川 ／永久积雪和裸地），包
含 ２２ 个二级子类和 ４２ 个三级子类。 本研究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组成特征，将其重分类为 ８ 个一级类，２２
个二级类（表 １）。

采用 ＡｒｃＧＩＳ １０．３ 进行空间数据裁切、栅格计算、空间分析和统计等。 使用 ＥＮＶＩ ４．８ 变化检测模块计算

生态系统转移的空间分布及面积构成。 通过分析各类生态系统在上、中、下游及全流域的空间分布、面积构

成，生态系统变化面积及变化率，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格局及演变特征。 将研究区划分为 １０ ｋｍ×
１０ ｋｍ 的若干网格，计算网格内生态系统发生变化的面积比例，分级展示生态系统变化的热点区域，以及不同

程度的生态系统变化在空间上的分布特征。
使用景观格局分析软件 Ｆｒａｇｓｔａｔｓ ４．２ 计算长江流域 ２０００ 年和 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系统的景观格局指数。 分别

在景观水平和类型水平上，计算全局及森林、灌丛、草地、湿地、农田、城镇、冰川 ／永久积雪和裸地的平均斑块

面积、斑块数量、斑块密度、边缘密度及香农多样性指数，以评估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景观格局的变化，主要包

括景观破碎化程度及景观多样性的变化。
在全流域和上中下游，通过计算由城市化侵占的农田、自然生态系统和裸地的面积，自然生态系统的转入

量（森林、灌丛、草地、沼泽、湖泊和河流），高原区冰川与永久积雪向裸地及湖泊的转变，水库和河流的水表面

积的增加，农田扩张造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城镇和裸地的减少，以及地震区生态系统的转变，分别分析和比较

城市化、生态保护和恢复政策、气候变化、水资源开发、农业开发和地质灾害带来的生态系统的转变量，计算各

驱动力下的生态系统变化量的占比，得出各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

３　 结果与分析

３．１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特征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类型多，格局复杂，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最大，总面积 ６０．９ 万 ｋｍ２，占长江流域总面积的

３４．２％，其次是农田、草地和灌丛，分别为 ４４．５ 万 ｋｍ２，２８．７ 万 ｋｍ２和 ２５．５ 万 ｋｍ２，四类生态系统占全流域面积

的 ８９．６％。 长江流域湿地生态系统占 ７．２ 万 ｋｍ２，城镇生态系统为 ６．５ 万 ｋｍ２，分别占比 ４．０％和 ３．７％（图 ２）。
就各类生态系统的构成来看，森林生态系统中，针叶林面积最大，占据森林总面积的 ６４．６％；灌丛生态系

统中，以阔叶灌丛为主导，占比 ９７．７％；草地生态系统的构成以草原和草甸为主，占比 ６５．２％；湿地生态系统

中，沼泽、湖泊、水库 ／坑塘和河流的总面积基本相当；农田生态系统中水田和旱地占比 ９７．２％；城镇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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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 Ｂａｓｉｎ

中建设用地占比 ８３．８％。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构成及占比见表 １。

表 １　 生态系统面积及占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生态系统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上游 Ｕｐｓｔｒｅａｍ 中游 Ｍｉｄｓｔｒｅａｍ 下游 Ｄｏｗｎｓｔｒｅａｍ 全流域 Ｗｈｏｌｅ ｂａｓｉｎ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面积 ／ ｋｍ２ 占比 ／ ％ 总计 ／ ｋｍ２ 占比 ／ ％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阔叶林 ６８９４５．５ ７．０ １０３０７７．８ １５．３ １９５４３．４ １５．９ １９１５６６．７ １０．８

针叶林 ２０８８５１．６ ２１．２ １７６９８３．０ ２６．３ ７９５６．０ ６．５ ３９３７９０．６ ２２．１
针阔混交林 ８６６８．４ ０．９ １３５２１．５ ２．０ １２３５．４ １．０ ２３４２５．４ １．３
小计 ２８６４６５．４ ２９．１ ２９３５８２．３ ４３．７ ２８７３４．９ ２３．４ ６０８７８２．６ ３４．２

灌丛 Ｓｈｒｕｂ 阔叶灌丛 １４９１２９．１ １５．１ ９８０７０．９ １４．６ １９６９．７ １．６ ２４９１６９．７ １４．０
针叶灌丛 ３６２２．８ ０．４ ９．９ ０．０ ８．３ ０．０ ３６４１．０ ０．２
小计 １５２７５２．０ １５．５ ９８０８０．７ １４．６ １９７８．１ １．６ ２５２８１０．８ １４．２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草甸 ７１７７１．１ ７．３ ５１．６ ０．０ ０．０ ０．０ ７１８２２．７ ４．０
草原 １１５３５２．９ １１．７ ０．１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１５３５３．０ ６．５
草丛 ３７３０７．７ ３．８ １６５５３．２ ２．５ ２９０．９ ０．２ ５４１５１．８ ３．０
稀疏草地 ４５３５３．５ ４．６ １８．９ ０．０ ０．０ ０．０ ４５３７２．４ ２．５
小计 ２６９７８５．３ ２７．４ １６６２３．８ ２．５ ２９０．９ ０．２ ２８６６９９．９ １６．１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沼泽 １４０５９．３ １．４ １９３５．３ ０．３ ３３３．２ ０．３ １６３２７．８ ０．９
湖泊 ２４０５．５ ０．２ １１２２２．１ １．７ ５７９４．８ ４．７ １９４２２．４ １．１
水库 ／ 坑塘 ３１４２．１ ０．３ １０２３９．６ １．５ ４７０６．４ ３．８ １８０８８．１ １．０
河流 ５０６９．９ ０．５ ９３２５．２ １．４ ３４３２．５ ２．８ １７８２７．６ １．０
小计 ２４６７６．８ ２．５ ３２７２２．２ ４．９ １４２６６．９ １１．６ ７１６６５．８ ４．０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水田 ５５４１５．８ ５．６ １００９０１．９ １５．０ ５０７５２．０ ４１．４ ２０７０６９．７ １１．６
旱地 １２８５２３．５ １３．０ ９４９１８．２ １４．１ ２８１３．４ ２．３ ２２６２５５．１ １２．７
园地 ７５８０．６ ０．８ ３８３６．１ ０．６ ５２０．７ ０．４ １１９３７．３ ０．７
小计 １９１５１９．９ １９．４ １９９６５６．１ ２９．７ ５４０８６．１ ４４．１ ４４５２６２．１ ２５．０

城镇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建设用地 １０２８２．７ １．０ ２２９３８．４ ３．４ ２１３８５．３ １７．４ ５４６０６．４ ３．１
城市绿地 ３３０．８ ０．０ ４５０．４ ０．１ ５０１．６ ０．４ １２８２．７ ０．１
交通用地 １９７３．０ ０．２ ５３１０．３ ０．８ １１２３．８ ０．９ ８４０７．１ ０．５
采矿场 ３１５．４ ０．０ ４１４．１ ０．１ １６１．３ ０．１ ８９０．８ ０．１
小计 １２９０１．８ １．３ ２９１１３．１ ４．３ ２３１７２．０ １８．９ ６５１８６．９ ３．７

冰川 ／ 永久积雪
Ｇｌａｃｉｅｒ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ｎｏｗ 冰川 ／ 永久积雪 ３２６２．２ ０．３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３２６２．２ ０．２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裸地 ４２１２７．４ ４．３ ２３３１．７ ０．３ ２５．８ ０．０ ４４４８４．９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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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上游自然资源极其丰富，分布有大片的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 针叶林在上游分布最广，面积达

２０．９万 ｋｍ２，同时 ５９．９％的阔叶灌丛和 ９９．５％的针叶灌丛分布于上游。 草原、草甸和稀疏草地，以及 ６８．９％的

草丛分布于上游，上游草地占长江流域草地生态系统总面积的 ９０％。 同时，上游分布有最多的沼泽，在湿地

生态系统中占主导，总面积达 １．４ 万 ｋｍ２，占长江流域沼泽总面积的 ８６．１％。 上游农田生态系统中，旱地占主

导，达 １２．９ 万 ｋｍ２，且拥有长江流域 ６３．５％的园地。 长江流域的冰川或永久积雪和 ９４．７％的裸地都分布于上

游，总面积达 ４．５ 万 ｋｍ２。 此外，上游城镇生态系统仅占长江流域城镇面积的 １９．８％。
长江中游自然资源丰富，城镇化和农业水平都相对较高，分布有面积最大的森林、湿地、农田和城镇。 森

林生态系统中，针叶林依然占主导，同时长江流域 ５３．８％的阔叶林和 ５７．７％的针阔混交林分布于中游。 长江

流域 ５７．８％的湖泊、５６．６％的水库 ／坑塘和 ５２．３％的河流分布于中游。 长江中游分布有面积最大的水田，达
１０．１万 ｋｍ２，占长江流域水田总面积的 ４８．７％。 同时，长江中游分布有最大的建设用地和交通用地，分别占全

流域的 ４２．０％和 ６３．２％。
下游总面积仅占长江流域的 ６．９％，而长江流域 ３５．５％的城镇用地、１９．９％的湿地和 １２．１％的农田密集分

布于此。 其中，建设用地占城镇面积的 ９２．３％，湖泊和水库坑塘占湿地面积的 ７３．６％，水田占农田面积的

９３．８％。 此外，下游的城市绿地面积最大，占全流域城市绿地面积的 ３９．１％。
３．２　 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特征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森林和城镇面积显著增加，农田面积显著减少（表 ２）。 其中，城镇面积的增

幅最大，增长了 ６７．５％，农田面积减少幅度最大，减少了 ７．５％。 此外，湿地和裸地总面积增加，草地和冰川 ／永
久积雪减少。 长江流域共有约 ６．４ 万 ｋｍ２的生态系统发生了转变。 占主导地位的转变是农田转变为城镇，农
田转变为森林，农田与湿地的转变和农田转变为草地。

就生态系统的变化的具体构成来说，城镇生态系统中，面积增长最多的是建设用地，增长面积 ２．１ 万

ｋｍ２，增长率 ６１．９％，交通用地和采矿场分别增长 １０５．１％和 １９６．６％。 城市绿地增长 ６５．０％。 农田生态系统中，
旱地和水田分别减少了 ２．９ 万 ｋｍ２和 １．１ 万 ｋｍ２，减少率分别为 １１．４％和 ５．１％。 湿地生态系统中，沼泽减少了

１．２％，而湖泊和水库坑塘均增加，增长率分别为 ５．２％和 １０．９％。
在长江上游，森林、城镇和湿地的面积总体增加，农田和冰川 ／永久积雪减少。 阔叶林和针叶林面积增加

最多，分别增长了 ２．１％和 ３．４％。 旱地减少最多，减少了 ９．３％。 虽然上游城镇化水平相对较低，但建设用地

增幅达 ９７．９％，采矿场增长 ４．７ 倍，交通用地增长 ２．６ 倍。 此外，长江上游的湿地增加，主要体现在水库坑塘和

湖泊，分别增加了 ７１．２％和 ６．０％。
长江中游农田总体减少，城镇、湿地和森林总体增长。 农田中旱地减少最多，减少率为 １２．３％。 建设用地

和交通用地分别增长了 ２８．５％和 ６２．２％，采矿场增加了 ２．６ 倍。 湿地共增加 ３．９％，其中，湖泊增加了 １０．４％。
长江下游城镇和森林显著增长，农田显著缩减，湿地总体减少。 下游城镇增长最快，增长率为 １０４．５％，其

中建设用地、交通用地和城市绿地分别增长 １ 倍、３ 倍和 １．２ 倍。 农田减少的也最快，总体减少了 １８．４％，其中

水田减少了 １５．３％，旱地减少了 ４７．８％。 同时，水库 ／坑塘减少 ３．４％，湖泊减少 ３．８％，沼泽减少 ２３．８％。
图 ３ 为生态系统转变率在长江流域的空间分布，剧烈的生态系统转变集中发生于长江流域下游，以及中

游和上游的重庆、成都、武汉和长沙等大城市和城镇聚集区，以及贵州、江西、安徽等省份森林增加较显著的

区域。
通过分析长江流域 ２０００ 年与 ２０１５ 年的生态系统景观格局，１５ 年间，在景观水平上（表 ３），长江流域生态

系统平均斑块面积减小，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增加，香农多样性指数上升。 因此，１５ 年间长江流域

生态系统的总体破碎化程度加强，景观多样性提高。 就各类生态系统来看（表 ２），森林、灌丛、草地、农田和裸

地的平均斑块面积减小，斑块数量、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增加，景观破碎度增强；而湿地、城镇和冰川的景观破

碎度降低。

５４７　 ３ 期 　 　 　 孔令桥　 等：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演变及驱动力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图 ３　 生态系统转变率空间分布图

Ｆｉｇ．３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ｒａｔｅ

表 ２　 各类生态系统景观格局指数及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２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ｔ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类型水平 Ｃｌａｓｓ ｌｅｖｅｌ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５

ＭＰＳ ／ ｍ２ ＮＰ ＰＤ ＥＤ ＭＰＳ ＮＰ ＰＤ ＥＤ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０４．１６ ２９２０８９ ０．１６ １４．２８ ２０２．００ ３０１４５２ ０．１７ １４．６３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４７．８６ ５３１５８４ ０．３０ １１．６４ ４６．０３ ５５４２６７ ０．３１ １１．９８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１１３．１５ ２５７８８８ ０．１４ ７．０９ １０９．０１ ２６２９５３ ０．１５ ６．８８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４１．５２ １７０３６７ ０．１０ ２．４７ ４４．９３ １５９３９３ ０．０９ ２．４０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１４９．６８ ３２１８０６ ０．１８ １２．６３ １３２．１２ ３３７２０７ ０．１９ １２．５６

城镇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１９．９５ １９４９１０ ０．１１ ２．１７ ３０．６２ ２１２７２０ ０．１２ ２．８６

冰川 ／ 永久积雪
Ｇｌａｃｉｅｒ ／ 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 ｓｎｏｗ ９４．６０ ４１４８ ０．００ ０．１０ １０５．２０ ３１１１ ０．００ ０．０８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７１．４４ ６０２２０ ０．０３ １．３２ ６３．５４ ７００１０ ０．０４ １．４０

　 　 ＭＰＳ：平均斑块面积（ｍ２），ｍｅａｎ ｐａｔｃｈ ｓｉｚｅ；ＮＰ：斑块数量，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ｔｃｈｅｓ；ＰＤ：斑块密度，ｐａｔｃｈ ｄｅｎｓｉｔｙ；ＥＤ：边缘密度，ｅｄｇｅ ｄｅｎｓｉｔｙ

表 ３　 全局尺度景观格局指数及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３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ｅｓ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ｓ ａｔ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景观水平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ｌｅｖｅｌ

景观格局指数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ｉｎｄｅｘ

ＭＰＳ ／ ｍ２ ＮＰ ＰＤ ＥＤ ＳＨＤＩ

２０００ ９７．１５ １８３３０１２ １．０３ ２５．８５ １．６１

２０１５ ９３．６７ １９０１１１３ １．０７ ２６．３９ １．６４

　 　 ＳＨＤＩ：香农多样性指数，Ｓｈａｎｎｏｎ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ｎｄｅｘ

３．３　 生态系统格局变化的原因与驱动力

２０００—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生态系统格局的变化主要受到城镇化、生态保护与恢复、水资源开发、农业开

发，以及地质灾害和气候变化等因素的影响。 各驱动力带来的生态系统变化统计及贡献比例见表 ４。
由于城市化的加速，大片农田转变为城镇，部分森林、灌丛、草地和湿地也被城镇用地侵占。 城市化引起

的生态系统的变化面积达 ２．９ 万 ｋｍ２，贡献比例达 ４８．０％，是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首要驱动力。 其

中，２．４ 万 ｋｍ２农田转变为城镇，转变面积最大，其中农田大部分转变为建设用地，转变面积达 ２．０ 万 ｋｍ２，转变

为交通用地的面积为 ０．３ 万 ｋｍ２。 此外，０．２ 万 ｋｍ２森林，０．１ 万 ｋｍ２湿地，０．１ 万 ｋｍ２灌丛和 ５９０．９ ｋｍ２草地被城

镇占据。
１５ 年间，长江流域实施了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工程、退田还湖等生态保护与恢复政策，促进了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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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灌丛、草地和湿地的恢复和增加，总变化面积达到约 ２．０ 万 ｋｍ２，是影响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第二驱

动力。 约 １．５ 万 ｋｍ２森林得到恢复，其中农田向森林的转变面积最大，达到 １．０ 万 ｋｍ２，０．２ 万 ｋｍ２农田转变为

草地，０．２ 万 ｋｍ２农田转变为灌丛，５０１．２ ｋｍ２的农田恢复为湿地。

表 ４　 驱动力影响下的生态系统变化

Ｔａｂｌｅ ４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生态系统类型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ｔｙｐｅｓ

变化面积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ｃｈａｎｇｅｓ ／ ｋｍ２

城镇扩张
Ｕｒｂ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生态保护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水资源开发
Ｗａｔｅｒ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农业开发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地质灾害 ／ 气候变化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ｈａｚａｒｄ ／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森林 Ｆｏｒｅｓｔ －２０３２．８ １４７０７．７ －４６２．５ －１１４０．９ －１７２．３

灌丛 Ｓｈｒｕｂ －１０４５．１ －５６６．７ －２７７．４ －１１３２．２ －１０．５

草地 Ｇｒａｓｓｌａｎｄ －５９０．９ ６１９．６ －１８１．６ －４６５．５ －４．９

湿地 Ｗｅｔｌａｎｄ －１０３８．５ ５０１．２ ５０７０．２ －２７２０．７ ２２８．３

农田 Ｃｒｏｐｌａｎｄ －２３７６８．６ －１４９４０．１ －３５１８．１ ５８９５．２ －２．７

城镇 Ｕｒｂａｎ ｌａｎｄ ２８５７５．７ ０．０ －３５０．３ －３６６．２ ０．０

冰川 Ｇｌａｃｉｅｒ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１２３．９

裸地 Ｂａｒｅ ｌａｎｄ －９９．９ －３２１．８ －２８０．３ －６９．７ ８６．０

合计 Ｔｏｔａｌ ２８５７５．７ １９５４３．７ ５０７０．２ ５８９５．２ ４１３．８

占比 ／ ％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 ％ ４８．０ ３２．８ ８．５ ９．９ ０．７

长江流域的水资源开发导致湖泊、河流的水表面积增大，中下游地区的洪水多发，淹没水库和农田。 此

外，南水北调工程水源区大片农田被水库淹没。 受水资源开发影响，长江流域湖泊、河流和水库的水表面积增

加约 ０．５ 万 ｋｍ２，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其中，农田所受影响最大，被水库和河流淹没的面

积约 ０．３５ 万 ｋｍ２。

图 ４　 上中下游主要驱动力贡献率

　 Ｆｉｇ．４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ｍａｒｙ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ｒｅａｃｈｅｓ

虽然长江流域农田总面积急剧减少，但局部的农业开发活动仍然侵占了部分湿地、森林、灌丛和草地等自

然生境。 农业开发带来的生态系统变化面积约 ０．６ 万 ｋｍ２，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 其中，
湿地受影响最大，长江流域被农田侵占的湿地达 ０．２７ 万 ｋｍ２，其次是灌丛、森林和草地，分别为 ０．１１ 万 ｋｍ２，
０．１１万 ｋｍ２和 ４６５．５ ｋｍ２。

地震也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原因之一，尤其

是 ２００８ 年汶川地震和 ２０１３ 年雅安地震，对地震区的自

然生境和农田带来一定程度的破坏。 因地震造成的生

态系统退化面积为 １８５．５ ｋｍ２。 气候变化导致长江上游

生态系统的变化，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原因之

一。 全球变暖引发长江上游冰川和永久积雪的融化，带
来 ２２８．３ ｋｍ２的生态系统的变化，其中，１２２．８ ｋｍ２的冰川

或永久积雪变为裸地，２２２．３ ｋｍ２的裸地变为高原湖泊。
各主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程度在上、

中、下游差异显著（图 ４）。 长江上游生态系统变化的首

要驱动力是生态保护与恢复工程，其中，森林、灌丛和草

地的恢复分别占全流域的 ４２．０％，４３．６％和 ７７．２％。 长

江中游的首要驱动力是城镇扩张，被城镇侵占的湿地和

农田分别是全流域的 ４５．９％和 ２９．８％。 其次是生态保

护与恢复工程、农业开发和水资源开发。 在长江下游，
城市化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率最高，其中被城镇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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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湿地和农田占全流域的 ４９．６％和 ４８．３％。 其次是水资源开发和农业开发，其中农田对湿地的占用最显著，
占全流域的 ７９．７％。

４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分析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构成及变化，揭示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演变

特征，分析了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驱动力及其对生态系统格局和变化的影响。
２０００ 年至 ２０１５ 年，长江流域的森林和城镇的面积增加，农田面积减少。 长江上游的自然生态系统增加

最显著，下游的城镇和农田变化率最高。 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化集中于长江下游，以及长江流域中游和上游的

重庆、成都、武汉和长沙等大城市。 城市化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首要驱动力。 城市化使得农田缩减严

重，对自然生境也存在一定的侵占。 虽然城市化通过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减少了人类对脆弱的生态系

统的依赖，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恢复［３８］，同时也有研究表明，长江流域农业地位的下降引起

农民收入不稳定，特别在以农业为主要产业的省份，相对于我国其他地区呈下降趋势［８］。 根据《长江经济带

规划发展纲要》，长江经济带的城市化将进一步加速，因此需要在城市化进程中合理进行土地利用规划，对优

质耕地进行保护，划定和执行生态保护红线。 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实施的生态保护和恢复工程也是影响长

江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对生态系统变化的贡献超过 ３０％，生态保护成效较显著，然而由于人类

活动的干扰，自然生境的破碎化程度增强，因此需加强自然生态系统连通性的维护和提高。 此外，十五年间长

江流域的湿地面积总体上升，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和水利工程的建设带来的水表面积的增大。 已有研究也

表明气候变暖导致长江上游气温升高，降水增多，积雪减少，对长江流域的水资源量产生影响［３９］。 然而，虽然

长江流域的湿地面积总体增加，由城市化和农业开发所造成的湿地丧失依然严重，尤其是沼泽和湖泊的丧失，
湿地被城镇和农田侵占最为显著的是长江下游，占全流域的 ７１．４％。 已有研究也表明，长江流域围垦和基建

占用造成湿地面积减少［４０］，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洪水调蓄能力减弱。 因此应为湿地保护划定生态红线［２］，
禁止和限制重要湿地的开发活动，尤其是在人类活动干扰频繁的地区。

本研究在宏观上揭示了长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总体分布格局、演变特征和驱动力，这对于研究长江流域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环境问题的变化，以及长江流域的生态风险，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此基础上，分析长江

流域生态系统变化的产生机制，生态系统未来变化的模拟和预测，在不同空间尺度进一步剖析生态系统变化

特点和驱动因子的相互耦合作用，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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